生命的碰撞与文化的融合

白连顺

《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和《为什么是抚松——中国乡村教育再造》两本书虽然各自侧重点不同，内容不同，目的不同，但是，都是寄托了作者美好的愿景，都在阐释文化再造，都展现了朴素而坚强的使命担当，更重要的是都以人为本，以课为载体，都谈到文化的根基和命脉，无论从甲骨文的破译、殷墟的发现，还是中国广袤的农村基础教育改革，都直指人性本质内涵。

余秋雨认为中华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和集体人格，中华文化不是死知识，中华文化可以被创造。他说：一门好的课程，是生命与生命的碰撞。第一种碰撞发生在古人和今人之间；第二种碰撞发生在师生之间；第三种碰撞发生在生生之间。这三个方面的碰撞构成一种风生水起的文化现场，每个方位都发生了改变。

朱永新评价抚松教育，“我尤其喜欢抚松的这一教育理念：只要人好，世界就好”。魏书生：“抚松一所所学校充满生机，一间间教室魅力四射，师生充分享受着身心发展的幸福！”冯恩洪：“抚松的改革，从教学方法层面深入到了教育文化层面，从教学质量的层面升华到了关注生命的层面。”李希贵：“抚松教育深深吸引我的，是对人本身的关注：尊重人、理解人、鼓励人、成就人”。对于这些评价，我持保留态度，可能有点过了，因为抚松这些侧面的点点变化，不能说明全部，更不能上升到大教育观，一切才才开始，不能过早地被捧杀。

一、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开放

余秋雨从甲骨文开始讲中国文化的童年时代，又讲到中国文化少年时代的诸子百家，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他把老子看成一位伟大的清道夫，老子用“做减法”的哲学把中国人的思维引向简约、质朴，导致中华文明长寿。孔子的思维方式以家庭伦理为基点和核心，这影响了两千年来中国人安身立命以家庭为原点的成家立业观。家庭之道、中庸之道、君子之道，是儒家的灵魂所在，也是中华文化的灵魂所在。

美不是历史的点缀，而是历史的概括。商代历史的归结是青铜器和玉器。透过青铜器的线条，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不拘小节的群体；透过青铜器的比例，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一切都要求安顿得恰到好处的社会结构。“百家争鸣”的热闹状态反映的是我们祖先积极、睿智、勇敢，对未来充满希望，勇于探索的精神风貌，值得我们后辈子孙永永远远地记忆。在后来的历史中，我们的民族缺少了很多激情，以及多元思维方式。对于逐渐走向墨守成规的后代来说，记忆那种古老的热闹、那种创造的激情，更为重要。在那个遥远的古代，我们的祖先曾经享受过如此难能可贵的思想自由，创造出了开天辟地的思想成果，给中国人开拓了很多精神上的可能性。我们永远为之骄傲！

余秋雨认为中华文化的基本内涵和精髓到秦汉已基本奠定，相比之下，之后的朝代则像“高坡滚石”般越来越快地快步走过。余秋雨的观点与金庸有许多类似之处。金庸认为，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连续不断，则又是世界唯一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相互融合，大家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西方民族本来很强盛，但往往在关键的时候闹分裂。一分裂，就自己打自己。我们民族从西周开始已有了一个严密的宗法社会制度，虽然自己内部斗争也不断，但基本上还是遵循宗法制度的。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初期写《历史研究》的时候，并不重视中国。到他快去世的时候，他得出一个结论：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结合。他认为西方文明的优点在于不断地发明、创造、追求、向外扩张，是“动”的文化。中国文明的优点在于和平，就好像长城，处于守势，平稳、调和，是“静”的文化。现在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文化平衡、和谐、团结的哲学思想、心理状态可能是解决整个人类问题的关键。

二、中华文化的人性与平衡

余秋雨认为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余秋雨说，中华文化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他通过梳理中国文化的脉络来重塑人格，探寻自己生命和文化的源头。

在中国古代，儒家的正面人格理想是“君子”，佛家的正面人格理想是“觉者”，道家的正面人格理想是“至人”。这些人格理想共同点是大道。孔子说，每个人只要挖掘自己，就能找到仁，所以他说“为仁由己”。人的天性高于文化，婴儿的眼神、表情、动作很接近未被污染的人类学课本。因此，老子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的文化遗嘱就是永远做减法，走向极简。由他领头，诸子百家中没有一家时复杂的。这个起点，造成了中国文化早期的“轻装”状态。后来越来越臃肿，因此也越来越迟钝，再要找“清道夫”就很难了。幸好，中国文化的体量巨大，由此产生了一种自我荡涤作用。

各个文化派别对大道的理解并不相同，但它们都认为天地之间有一种超越日常功利的精神价值，使人们活得更真实、更自在、更善良、更友爱。余秋雨说，中华文化的伟大，是多元文化融汇的结果。在唐代，当西方文明陷入黑暗的时候，中国开启了一个辉煌而自由的时代，创造了“顶级的历史生命力”，“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信仰，也可以随时改变。大家尊重各种思想，却又不迷信它们，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和自由。”但到了明清时期，中国文化同质严重，特别是文化专制主义构成对文化人的整体重压和整体消解，造成文化创造势头僵滞和终止，造成文化人尊严的涣散，造成中国文化自我卫护机制的失落，文化一步步走向保守、停滞、封闭、自满、狭隘、僵化而后自卑。但中国文人有一种危难中的坚守，中国文化还有一种抵制破坏的生命力。“推广白话文，破读甲骨文，证明中国文化并没有失去生命，甚至也没有失去高贵。”余秋雨先生在自序中所说，文化可以滋润生命，生命也可以滋润文化。中华文化的前途，就看有多少年轻而又美好的生命来滋润它。

近期我看了一个报道，始于1978年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却在近年来发生了多地区杨树大面积死亡事件，令人扼腕。这自然有杨树自然老化的现象，因为杨树的生命大概就是30年、40年，现在也差不多到了。但最主要是太单一的树种引来病虫害，那是毁灭性的。这其实也告诉我们文化需要多元。正如余秋雨说的，“我们需要的选择，是一种兼容并包、各取其长，而不是你死我活，只求一赢。文化的选择，更是如此。”当然，历史需要还原真相。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过去的历史。过去就这个认知水平，谈不到急功近利，因为栽杨树来的快，长的快；再一个杨树不用育苗，它可以无性繁殖。栽得密也是为了保成活，但是一活了以后，都舍不得都砍掉了。

此时，我又想到了32岁的康有为1890年春在广州创办的万木草堂。在这简陋的堂屋中，“万木草堂”四个大字和“读圣贤书，行仁义事”对联是康有为亲书。草堂的命名，就含有培植万木、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意思。万木草堂宣传康有为“脱前人之窠臼，开独得之新理”的主张。1891年3月，康有为撰写了《长兴学记》作为万木草堂学规，以《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纲，他主要讲授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旁及西方国家历史、政治，对学生施以德、智、体教育，也注重音乐。在德育方面，康有为提倡厉节、慎独、主静、养心等传统道德修养，强调发挥人的主观精神作用，激励气节，从而发愤图强。在智育方面，当时万木草堂开设四种课程：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考据之学和词章之学，囊括中西方各种文化、政治、宗教、文学、哲学、史学、地理学、数学、科学等。在体育方面，除体育课之外，康有为又将体育与习礼结合起来，寓体育于礼仪音乐之中，并举行兵操和射击练习。万木草堂明确提出中体西用为办学宗旨，中西学术结合，重视体育礼仪音乐。在万木草堂，师生感情非常融洽，康有为从不打骂学生，对学生循循善诱。梁启超、陈千秋等为其入室弟子。起初有学生不满20人，后增至100多人，年龄一般在20岁以内，办学有四年之久。梁启超后来回忆说：“余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万木草堂让我佩服的是康有为很早就重视德智体美的教育，了不起；很早就开展中西文化学习，古代、近代、现代知识都有，这不就是一种包容与开放吗？万木草堂，如此简陋，艰苦办学，传播理想信念，万木草堂的办学思想和办学精神令我十分吃惊佩服。

三、文化本是生活课程

余秋雨不畏艰险的实践精神实践着生活教育思想。他二十多年前毅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考察并阐释中华文明诸多被埋没的重要遗址。二十世纪末，又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世界各地人类最重要的文明故地，对当代世界文明作出了一系列全新思考。他告诫我们年轻一代，很多傲慢，都来自于无知，终究是文化毒药。中国文人常常过于自命清高，希望年轻人能够增加一点尼采描述过的酒神精神，在民众狂欢中醉步踉跄、融入人潮。

《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以四十七堂文化史课程，书中保留课堂讨论的形式，一种师生谈话式、讨论式、故事式的课堂，循循善诱，殷殷期盼，引人入胜，津津有味，更津津乐道，师生之间充满互动活力与心灵愉悦。余秋雨说：“请记住，我们的课堂，不喜欢空洞的长论，只喜欢选择性品尝。”他认为，在电脑时代，课程中一切资料性、记忆性、常识性的部分，学生自己就能讲的很好，因此不应该继续成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他提出抢救学生的感觉系统，警惕学生的思维习惯，拒绝课堂上常见的人云亦云、咬文嚼字，激活学生的生命活力，创建一种活跃而睿智的教学气氛。开课前可以作一些简单的准备，减少进入新课的陌生感。但切忌准备过分，以免在课前形成固执的观念。而应该在课程中自由寻路，不断重塑自己。余秋雨评价照本宣科的教师说：“这些老师没这么坏，只是他们很大一部分，有过年龄上的青春，确从未有过文化上的青春，他们从未在文化上激动过、痴迷过、爱恋过。他们在文化上投入过很多时间和精力，确从未投入生命。我年轻时只要听到难听的课，就对老师特别同情，甚至怜悯。”

课程以活生生的人为中心，课程本是让师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课程首先创造自己，让课程自身活起来，让课程本身有意义，这时才能构建自己。真正的课改应当是“静悄悄的革命”，顺应教育实际、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2014年，河北涿鹿县教科局局长郝金伦引进“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力求彻底改变一直以来呆板、乏味、低效的填鸭式课堂教学模式。但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教学改革在质疑声中行进了两年多，2016年7月19日，涿鹿县全面停止中小学“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局长辞职。那位局长感到十分委屈和悲壮。但我不这样认为，不感到非常遗憾，因为这位局长一开始就注定必然失败，这是他本人的失败，缺乏对教育的尊重合敬畏。据报道，“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主要包括四个环节，即设疑自探、解疑合探、质疑再探、运用拓展。这跟我们觅秀课堂其实大同小异，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问题在于：思想不统一，郝金伦局长“知己甚少”，局领导、校长、教师、家长都不统一，匆匆忙忙上马，不调研论证；不广泛培训，消化吸收，只是在盲目的做，缺乏系统建构，就事论事，一味图快；胡乱引进，一片混乱。从涿鹿2014年下半年引进“三疑三探”开始，越来越多新的教学思想、教学方法、思维方法，在这块土地轮番登台，不下10种，来不及消化，来不及思考，一引进就全面推开，极端不负责任，根本不懂教育，缺乏专业精神，犯了教育大忌，其实早走早好。　　

而抚松不是这样瞎折腾。抚松是吉林省白山市下辖的一个重点林区县，是著名的人参之乡。这里办学条件简朴，学校80%教师是民办教师转正，专业素质不高，抚松义务教育学校十年没有进新老师，专任教师平均年龄40多岁，大都不会电脑。然而，就是这样“落后”的山村，抚松100%的专任教师参与教科研，100%的学生能脱口而出背诵几十篇到几百篇文章，100%的班级有艺体活动。校长成长，老师成长，学生成长，学校成长，区域发展，一片教育改革热土。抚松教育改革涉及校长队伍建设、课堂和学校文化建设、课程变革、督导制度等方方面面，这本身就说明教育改革是覆盖全面的系统工程，这是课改成功基本保障。

在抚松，先从寻找自身的痛开始，从转变自己的教育理念开始，从加强校本、校际教研开始，最重要的就是从研究自己开始，在这个基础上再借鉴外来经验。等到打造生命化课堂的时候，他们自己的教育理念就都出来了。一两个大腕、名师不能解决区域教育的问题，一两个大腕、名师绝对抵不上一大批勤奋、敬业、朴素的教师。他们这些年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扎扎实实改造乡村教师的思想，提升乡村教师的业务素质上。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致力于打造一支校长队伍，一支教师队伍，他们善于把校长和老师的激情内化为一种敬业的精神，一种精益求精的习惯，做有品位、有价值的教育，要对得起自己的职业生命。陆世德有一句话我十分认同：好的教育不一定都在都市，也不一定都在发达国家，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即使在穷乡僻壤，孩子们也要享受健全的、优质的、向上的教育。

没有轻轻松松的课改，更没有随随便便的课改，激情与理性不可缺，规范与激活不可偏，坚守与专业不可废，尊重与敬畏不可漏。因为课改本就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就需要包容与开放，需要碰撞与融合，彰显人性和韧性。让中华文化滋润觅秀课改，让觅秀课改为中华文化再造做出自己纯正的努力。

